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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从诞生伊始，一直处在“去中心化”的发展过程中。后殖民时代的人类学更面临着后现

代主义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人们越来越需要人类学的知识，

以了解彼此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类学拥有坚实的社会科学基础和

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人类学　社会科学　全球化　后现代主义

作者莫里斯·郭德烈（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编译者陈晋，法

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地址：１９０－１９８ａｖｅｎｕ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７５２４４Ｐａｒｉｓ

ｃｅｄｅｘ　１３，Ｆｒａｎｃｅ。

本文将重点谈到两种观念和力量：第一，在２１世纪，人们前所未有地需要人类学，以理解
我们正生活于其中，并且将继续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化世界；第二，人类学从此越来越脱离其诞
生地———西方。人类学，或是以前所称的民族学，诞生于人们要通过科学步骤回答以下问题的
渴望和意愿之中：“如何理解和解释那些生活思考方式、社会关系和制度———即使它们从未成
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所处时代的东西？”
这一问题不单涉及人类学，而是涉及所有社会科学。考古学、历史学、比较法学等都和人

类学一样，希望发现那些或多或少属于遥远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性质。但人类学在理解其
他生存方式的“他性”方面，却是首当其冲：因为其研究的是和我们身处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
这些社会的成员与我们都是当下时代的参与者。但我们马上要认清一点，即“如何理解他者的
他性，并通过他者重新认识自身的特性”这一问题，并不仅仅———甚至首先———和科学领域相
关。该问题实际上在人类所有时代都被提出过，只要个人或人类群体在因缘际会之下，遇到了
来自其他社会的人类群体或同一社会不同环境中的群体，并与之互动。通常，他们的观察和解
释会产生出包含丰富民族志元素的记述。例如，西方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希氏因为政治原因
被放逐，其足迹遍及埃及、腓尼基、波斯和希腊大陆，记录下了当地的传统；在阿拉伯－穆斯林
世界，则有伊本·赫勒敦著于１４世纪的《例书》，该书是作者根据游历北非、埃及、西班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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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而撰写的；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让·德·雷日于１５７８年出版了《巴西大
地的旅行故事》。我们还可举出除此之外的数十个例子，它们均涉及旅行者、商人、官员和传教
士写成的民族志笔记，作者不仅有欧洲人，也有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等。这些记载是永远
不可忽视的原始资料，尽管我们首先要知道如何解释这些材料。
简而言之，人类学深深扎根于科学之外的领域，扎根于社会的具体生活之中。但是，作为

一门新兴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并在社会科学中取得一席之地却是较晚的事情，须等到１９世纪
后半叶。其诞生条件之一是，需要与之前凭兴趣、自发型的民族志形式划清界限。这种割裂，
要求对西方思想中的有关范畴和表征进行自愿的“去中心化”，而这也正是两位人类学的奠基
者摩尔根和泰勒所完成的。这两个人中，前者特别致力于研究制度，尤其是亲属体系，后者则
更多地对文化以及习俗感兴趣。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分别以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
类学之名得到发展乃至相互对立。这一差别以及这种对立在今天正逐渐过时。实际上，要理
解任何一种宗教（伊斯兰教或天主教等）的制度和实践运作，如果不看到以下这点是根本不可
能的：正是这些宗教的信徒对世界及其自身的共有看法，阐明和解释了他们所创造的，并将这
些看法付诸排演和实践的政治宗教制度的本质。这一点无论在哪种社会关系———政治、宗教、
亲属———中都有效，因为任何的社会关系都意味着存在观念上的因素；后者既是其内部的骨
架，也是这些关系中的个体对之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如果我们不知道婚姻在一个社会
中意味着什么、该和谁结婚以及不该和谁结婚，我们便不能实践婚姻。这些观念因素并非亲属
社会关系的事后反映，而是其存在伊始的一个组成要素。
让我们指出（因为这点非常重要），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出现于社会科学之中时，正是

几个西方社会进行殖民和商业扩张、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最终时期（１８５０－１９５０）。他们从１４９２
年发现美洲时开始，就为了自身利益在受剥削的国家割据势力。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欧洲和西
方对世界的统治得到神化的时期。但在更早时候，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数个世纪中，其中一些
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和后来的德国以及沙皇俄国进行了帝国扩张。在
此过程中，为了经商、治理和传播“真正的宗教”，欧洲人需要了解那些被他们发现和征服的人
民的陌生怪异的风俗和制度。因此，这一认识需求不仅从启蒙哲学那里得到启发，且一度服务
于西方人“殖民即文明化”的教条。因为对自认为实现了文明最高形式的他们来说，西方是镜
子也是标准，反映和衡量了人类从脱离初级的动物本性以来所取得的所有进步。
摩尔根和泰勒对西方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针对西方范畴所做的

“去中心化”既实在，又失之片面。其后，人们不得不走得更远，以消除奠基者们持有的这种人
类单线进化的观点。这正是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所做的。不过，要彻底质疑这
一进化观点，以及要让人类学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更深入的追问，乃至于走向危机，仍需经历更
多的理论批评。这要等到２０世纪的后半叶世界范围内发生巨大社会转型的时期。在对此进
行描述以前，我们先回到人类学的起步时期，看看摩尔根的“去中心化”努力及其成果。事实上
摩尔根已经发现，居住在他所探访过的保留地中的瑟呢卡印第安人，其亲属关系逻辑和欧洲人
的亲属关系逻辑完全不同，自成一套独有的体系。摩尔根注意到，瑟呢卡人的血统由女方而非
由男方传递，其婚后居制则要求丈夫与其伴侣及后者所属的氏族一起生活。父亲的所有兄弟
都是“父亲”而非“叔伯”，母亲的所有姐妹都是“母亲”而非“姨”。由此，这些父亲和母亲的所有
子女对“我”来说都是兄弟姐妹，因为有乱伦禁忌而被排除在婚姻范围之外。田野观察及随后
的分析展现出，以上所有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的要素构成了一个拥有自身逻辑性的系统。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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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综合了人类学职业的两个组成部分：田野观察，以及对田野中所获材料进行分析这一抽
象工作，而通过后者可发现那些赋予被观察到的事实以意义的行动原则和表征。
基于观察者对自身社会的精神和社会范畴的主动排除，这一既具体又抽象的双重步骤构

成人类学成为科学的条件。这种双重步骤永远是人类学家职业的基础。但是，也应对之提出
批评。因为必须提出以下问题：观察什么以及如何观察？参与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和谁，参与
到什么中去，以及到什么程度？人类学应该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人类学家仅仅是沉浸
在他者的生活中，还不足以理解该生活；除去对他人所做行为以及对他人彼此互动所产生事件
的某种被动观察之外，他还需要实现不同形式的系统化、深入的观察，涵盖到他人社会生活的
不同方面，如对租地的调查、对男女关系的调查、对仪式和神话的调查，等等。这些系统化的调
查要求我们在田野中度过很长时间，并和被观察社会中的成员建立起另外一种关系。后者并
非每天都有空带我们去他们的花园，向我们解释他们生产些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包括他们的土
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谁，等等。应该和信息的提供者们建立起可持续的合作关系，这些人和人
类学家一起完成一项传播他们知识和文化的、名副其实的工作。
我们现在再次回到摩尔根，解释他所做的“去中心化”的局限性，这一点在他的著述中得到

明显展现。实际上，摩尔根首先陈列和定义了数十种当时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亲属制度，并将其
成果出版于《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系统》（１８７１）这一重要著作之中；他在《古代社会》（１８７７）
中再次使用这些成果，以重建人类进步的虚构历史。对他而言，这段历史经历了三个时代：蒙
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认为最后一个时代由西方制度（特别是成功摆脱了封建羁绊
的美国式共和制）所代表。摩尔根在该书中对他所知道的所有非西方社会进行分类，将其分配
到人类进步道路中的某一个时代；从此，这些社会在西方人眼中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已经被西
方跨越的、某一时代的活例证和痕迹。当然，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进步过程的看
法。有所不同的是，对他们来说，作为西方霸权基础的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理应被一种新的
社会形态所取代，而后者正是一种必将成为普世化的、高级文明的基础：一种基于计划和集中
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伴随着一种新形式的、赋予人民和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民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尽管对进步的提法和对人类进化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批评甚

嚣尘上，认为唯独西方代表进步，且有义务给其他人带来进步的偏见仍然生命力旺盛。但是从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作为暴力形式出现的欧洲殖民帝国快速消失，大量独立而受限的后
殖民国家诞生，旋即转变成带有一种多族群、多文化身份的新兴年轻民族国家。在民族与社会
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乃至得到重新定义的背景之下，西方的人类学家被迫分
析其自身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及出版的作品。
在以上事件发生期间，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成为全球化的世

界，我们从此在其中从事我们的职业。这一世界之所以被称作“全球化”，是因为今天所有共存
于地球表面的社会要取得经济发展，只能越来越融入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运作及其局限
中去。这一次，资本主义真正地成为了组织和统治世界经济的首要体系。这种将所有社会纳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整合，再一次地让某些人———例如福山———相信，我们将最终见证西方
的决定性胜利和历史的终结。然而他们忘记了，全球化是一个双面进程，它在向不同的对立方
向发展，因为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层面：在经济层面，地方经济确实越来越被整合进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但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人们却看到一种本土文化身份的重建和抵制过
程，与此同时，古老或新兴的非西方国家根据局势和自身利益，成为了反对或支持西方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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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今天像中国、印度还有巴西这样的大国，足以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直接竞
争，可以说他们从此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一定非得西方化。在这方面，历史上的首个例
子来自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６８－１９１２）之后的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在很大程
度上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同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的中国出现了新儒家思潮；在印度，我们
从事庶民研究的同事们正致力于通过“外省化欧洲”来重写印度历史。①

确切地说，正是这样一个出现于１９８０年代的全球化世界，导致西方对人类学及其概念和
实践的科学性产生彻底怀疑。“后现代”由此到来了。该词首先出现在让－弗朗斯瓦·里约塔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书的标题《后现代的条件》之中，随后迅速传遍盎格鲁－撒格逊世界；盎格鲁－
撒格逊世界还向雅克·德里达借用了“解构”一词，以形容后现代主义者将对所有诞生和发展
于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所做的批评工作。

解构一门科学对于其发展而言一点也不奇怪和例外。这一过程是必要的，而且还得时不
时地重来，以确定或否决该学科累积起来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然而，存在两种解构的方式，其
中一种旨在“溶解”该学科，甚至将其完全、纯粹地消灭：在某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就曾经部分融
入被滥用的文化研究当中。至于消亡，也有人用稍显性急的方式宣告过了，例如斯蒂芬·泰
勒。②相对地，对一门学科的解构也可能导致其重建，其基础变得更有力、更具批评性，在分析
上更高效。正是这种重建和致力于批评的意愿，激励着今天的这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巨变，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和其他地区———或者按照萨林
斯的说法：“西方和剩余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后的西方必然在若干层面上爆发危机，不仅
包括地缘政治层面，也包括科学层面。后者主要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指认识非西方社会
的欧洲人类学和美国人类学。这场危机表现为，对将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而提出批评，以及对
把人类学作为自称“后现代”的同事们所从事的职业而提出批评。笔者认为，两者不宜混为一
谈。马尔库斯不是拉尼波，克利福德不是泰勒，而刚刚逝去的格尔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这
些批评中最为激进，同时也最不严肃的当属斯蒂芬·泰勒，他认为人类学家的分析和结论不具
备任何科学价值，也没有任何权威性。他把人类学简单、纯粹地形容为“幻想现实”。

人人都知道，弗斯、博厄斯、杰克·古迪和许多其他人的著作，绝非人类学家及其爱抱怨的
信息提供者们为了应付而共同建构的“分享小说”。相反，有必要记得，人类学家的书中，大多
数内容是被研究社会中男人的声音，女人及社会其他成员的声音常常被忽略或是很少出现。

同样也需要强调，莫里斯·利恩哈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调查是在殖民背景下完成的，这一
背景虽然在关于努尔人和卡纳克人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却是事实存在的，并且深入地改变了这
些人的生活。最重要的批评或许来自让－弗朗斯瓦·里约塔，在他的《后现代的条件》一书中，

他宣告“元叙事”的终结———即从一个最初的原因出发来解释人类历史，该原因在最后的分析
中反倒成为最重要的。他的学术批评针对当时统治法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方式”、列维－斯特劳斯对“人类精神中的无意识结构”等概念
的使用。这些批评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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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类学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了。人类学家的科学责任变得更为清楚；除此
之外，其所应承担的伦理和政治责任也更加清晰。面对曾经迎接他，在工作中帮助他的那些社
会成员，人类学家对其所写（或用电影、会议等形式等展现）的内容负有责任。人类学家应该在
他自身的社会中，为他曾观察过的社会的他性和身份认同提供见证。
为了解构和重构人类学，笔者也做出了一些努力。笔者在《礼物之谜》（Ｌ＇Ｅｎｉｇｍｅ　ｄｕ　Ｄｏｎ，

Ｐａｒｉｓ，Ｆａｙａｒｄ，１９９７）一书中已经展示出，在所有社会中，除了那些卖掉和赠予的东西外，还有
些东西是不应该卖掉也不应该赠予的，而是应该保存下来和传承下去。这些东西可能是和宗
教有关的神圣物件，或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宪法，或是体现了人们希望保留的某种身份的纪念
物。当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礼物的时候，这些既不用来赠予也不用来买卖的“东西”并
未被他们所考虑。随后，笔者的《亲属制度的变形》（Ｍé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Ｐａｒｅｎｔé，Ｐａｒｉｓ，

Ｆａｙａｒｄ，２００４）表明，无论在什么社会———不论是以前称为“原始”的社会，还是那些实行种姓、
阶级式等级制的、国家统治的社会———亲属关系都不是社会的基础，家庭关系就更不是。这和
默多克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相反，后者认为乱伦禁忌的确立和对女人的交换代表着自
然向文化的转变，因此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基石。最后，在《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
（Ａｕ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Ｈｕｍａｉｎｅｓ：Ｃｅ　ｑｕｅ　ｎｏｕｓ　ａｐｐｒｅｎｄ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０７）中，笔者基于经验材料和历史材料得出了以下观点，即有能力将人类群体的总和
转化为社会的那种社会关系，既不是亲属，也不是经济，而是西方所称的政治－宗教关系。这
种关系是指对一块领土、资源及居民建立起的人类群体主权的那种关系。
作为结语，笔者想要强调，基于两种客观理由，不但社会科学能够成为或变成科学，而且在

科学范畴之外、具体生活之中的人们，能够互相理解并且最终接受彼此间的不同。第一个理由
是，他者的社会他性从来都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因此在我前面所提到的某些前提条件下，人
们可以破译、理解它。其次，一些人创造出来用以解释自身及其所在的世界，以及用来与世界
互动、与自身互动的东西，是可以被另外一些人所理解的（如果不是解释的话），不论这些东西
是大乘佛教、澳大利亚土著的“梦想时间”，还是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种理解，是不用实际运用
这些社会的原则和价值观就可实现的。所以，不存在文化之间根本上的“不可沟通性”。
如果以上所说没错的话，人类学家所捍卫的相对主义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所有社会都

提出相同的关乎存在性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一样的，人们已给出和将给出的答案却各具
特色。我从中列举几条：“什么是出生、生活和死亡？”“人类和看不见的事物如死者、精灵、神之
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什么？怎样与之互动？”“人们之间、一群
人和另一群人之间，实施什么样的威权和权力形式？”我们知道，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对这些根
本、普遍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正是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我们今天生活的全球化世界当中充斥着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我们正目睹着新的身份认同基
于被重新解释的过去而得以建立———人类学家总有工作要做。或者甚至说，我们将能够从人
类学最近的两个发展时期中获益：在其中一个时期，人们强调对系统的分析而忘记个体；在另
一时期，个体则成为分析的中心，其作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和他所处的社会体系及其自
身互动。在今天，要理解其他人类群体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我们可以并且应该综合使用这两种
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将带着更为复杂、更加高效的问题体系而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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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一门拥有未来的社会科学　


